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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聚焦於台灣宗教傳播的發展，並從宗教與媒體的互動

關係與傳播特性探討宗教媒體的角色與影響。研究發現，在宗

教管制政策與傳播法規鬆綁後，宗教和媒體的互動關係逐漸由

「購買媒體」的買賣關係轉變為「經營媒體」的代理關係；傳

播者由宗教內部的神職人員、信徒擴大到不具宗教承諾的媒體

專業人士。宗教藉由媒體組織的專業雛型來傳播價值與理念，

宗教媒體也展現出機構化、制度化和專業化的特色，進而使宗

教傳播呈現以下傳播特性：首先，傳播內容由「信仰的意義」

延伸到「社會的意義」，除了宣揚教義與宗教理念外，還擴及

多元的世俗議題與普世價值。其次，傳播對象由「信徒取向」

擴大到「大眾取向」，而非僅侷限在鞏固信仰與爭取入信。 

 

 

 

 

 

 

 

 

關鍵字： 宗教傳播、宗教媒體、媒體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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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如何善用媒體以實踐信仰傳播，一直是各宗教致力的傳播目標，這

也突顯出宗教與媒體的互動居宗教傳播的重要位置。大眾媒體未興起

前，宗教傳播主要仰賴人際傳播、1 經典等印刷品或手抄本的小眾媒體

傳播、2 或公眾傳播。3 進入二十世紀中期，宗教界突破舊有的傳播型

態，開始以大眾傳播方式 4 透過報紙、廣播、電視或是衛星等媒體布

教，期使宗教傳播能更加快速、便利、廣傳與有效（Abelman & Hoover, 

1990; Hoover & Lundby, 1997; Nord, 2004）。 

台灣在 1987 年解嚴，旋即透過立法與修法程序給予宗教團體組織

結社的空間，並在 1988 年解除報禁，1993 年陸續開放廣電媒體經營執

照或頻道，將原本由黨政軍獨占的媒體市場釋放給民間私人或公共資

本。宗教團體也紛紛搭上此一開放列車進入大眾媒體經營的領域，宗教

報紙、廣播和衛星電視陸續登場，掀起一股宗教媒體熱（陳延昇，

2000；釋泉峰，2009）。宗教界普遍意識到大眾媒體展現的傳播力量

「比在一所宏偉的聖堂講道更具影響力」（丁松筠／朱可達譯，1999，

頁 52），「運用當代發達的科技，就能真正在二十億佛國，現廣長舌

相」（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09 年 9 月 11 日）。 

但也有神學家與學者對宗教與媒體緊密的結合提出質疑，除了譴責

大眾媒體的內容庸俗膚淺外，更批判大眾媒體上的福音／宗教節目或是

電子教會現象（Abelman & Hoover, 1990; Hoover & Lundby, 1997; 

Hosseini, 2008; Postman, 1985），質疑有效而媒體曝光顯著的傳播真的

是宗教傳播，抑或是根本與宗教無關的商品傳播活動與消費文化？或是

其他與宗教目的無關的傳播事件？來自學術界與宗教界的批判使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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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媒體間的互動關係在大眾媒體興起後格外受到關注，因而針對宗教與

媒體（主要指大眾媒體）彼此能否兼容始終存在爭辯。 

在宗教應否與媒體互動的二元爭論中，一方全力歌頌媒體，強調宗

教使用媒體都是用來做好的事情如傳散福音（Armstrong, 1979）或是信

仰的敘事（Benson, 1988; Boomershine, 1987）；另一方則全盤否定媒

體，批判宗教使用媒體實際上是製造出不好的社會文化，大眾媒體特別

是電視根本是在提供商業的價值、挑戰宗教的世界觀（Bruce, 1990; 

Fore, 1987; Hadden & Shupe, 1988; Melchert, 1994; Muggeridge, 1977; 

Ownes, 1980; Schultze, 1991）。上述這種宗教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絕媒體

的兩極化觀點均過於簡化宗教與媒體互動的關係，難以對宗教傳播實際

的現況與發展提出貼切的、深入的解釋與建言（Hosseini, 2008）。 

為突破現有爭辯框架，部分學者力陳宗教傳播並非僅是分送資訊的

行動，宗教和大眾媒體互動後衍生媒體中介的宗教（ mediated 

religion），促使宗教和媒體間的範疇漸趨模糊。經過媒體中介的宗教不

再限於宗教的範疇，而是進入一個製造文化論述象徵的場域，可能涉及

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整合發展（Hoover & Lundby, 1997, pp. 298-

309）。論者因此主張，我們宜跳脫傳統二元的觀點或僅從宗教實踐的

狹隘角度，改由社會實踐的多元面向來看待宗教與媒體的互動

（Hoover, 2006; Hoover & Lundby, 1997; Horsfield, 2008; Hosseini, 

2008）。 

雖然宗教和媒體的關係日趨密切，台灣宗教媒體的發展熱鬧有餘卻

未被深刻理解，研究極為零星，且以使用與滿足觀點、節目型態分析、

行銷、組織經營管理的應用探討為主（黃葳威，2003），鮮少針對宗教

與媒體互動的核心問題有所討論，包括宗教與媒體是何種互動關係、如

何互動，這種互動關係所展現的傳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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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嘗試聚焦於台灣宗教傳播的在地脈絡，進而檢視宗教運

用大眾媒體的發展，藉以理解宗教與媒體的互動關係與傳播特性。本

研究主要目的有二：首先描繪台灣宗教傳播的發展脈絡以闡明宗教傳播

的特性，藉以理解宗教與媒體的互動關係和相關影響。其次，宗教傳播

屬傳播研究的一環，惟仍處於邊陲，本文擬以宗教和媒體的互動為「宗

教傳播」的主體，期能透過此一初探性研究替台灣宗教傳播研究注入活

水。 

貳、宗教傳播、宗教與媒體的多重爭辯 

一、宗教傳播的路線之爭 

關於宗教傳播的定義不僅如前述宗教內部看法分歧，學術界亦未就

此提出明確的闡釋與界定，對於宗教傳播的傳播內容、傳播對象、傳播

者和傳播管道始終充滿爭議。首先為傳播內容之爭：一方認為宗教傳播

的內容首重「信仰的意義」，以教義、教規、教儀等宗教信仰範疇為

主；另一方則認為，宗教傳播的內容應延伸到「社會的意義」，納入社

會服務、社會改革、政治參與等世俗範疇。 

以基督教而言，這部分產生直接傳教和間接傳教的理念之爭，進而

彰顯出不同的宗教傳播方式。直接宣教視傳播福音為首，以宣講人的罪

性為主，強調只有透過信仰與神的恩典個人才能得救（Lutz, 1965／王

成勉譯，2000）。這種觀點認為宣教從事的是個人精神、靈性方面的引

領工作，因此他們關心救靈而不過問政治或其他社會活動，宗教傳播就

是在傳遞宗教教義、理念與世界觀，是去反應宗教核心的信仰和價值。

曾在中國大陸佈道也是福音學者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力主直接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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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例如：街頭教堂佈道、鄉村巡迴佈道、分發福音單張等傳播方

式（Lutz, 1965／王成勉譯，2000）。 

另外，主張以社會服務或社會改革為主的間接傳教在從事宗教傳播

活動時較少提及信仰問題，主要強調人道關懷與社會參與，因此神學並

非最重要的考慮，展現人道主義才是傳播的核心。丹尼斯牧師（James 

Shepard Dennis）宣稱，宣教是做人道主義事業也是社會更新的因素，

主要目的在提升人類社會、修正傳統罪惡並介紹改善的理想（Dennis, 

1897, p. 23）。這類觀點在宣教上著重教育、醫療、社會改革及政治參

與，甚至認為從事社會工作就是傳福音（莊祖鯤，無日期）。從此一觀

點看宗教傳播，他們傾向將教堂當做社會服務中心，而非只是宣揚教義

的機構（Lutz, 1965／王成勉譯，2000，頁 20）。 

而佛教在「入世佛教」興起後，傳播內容強調社會參與，超越明清

佛教遁世而超生死得解脫的自利行為。舉例而言：（一）二十世紀中

期，越南僧侶「一行禪師」（Ven. Thich Nath Hanh）以社會參與的佛教

來定位自己從事的宗教實踐，其論述的傳播內容以呼籲世界和平與人道

關懷為主；（二）中國的太虛法師在二十世紀前期宣揚「人生佛教」觀

點，強調佛教應重視現實人生而不是經懺薦亡法事；（三）到了二十世

紀八○年代末，師承太虛弟子印順法師的比丘尼昭慧以批判論述為主

軸，推動兩性平權、廢除八敬法、反殺生、反核運動、反賭博公投運動

等教界與社會改革運動（陳文玲，2011，頁 73）。以上諸例顯示，各

宗教派別分別透過不同傳播內容來標誌出自我獨特性與論述基礎，進而

對宗教傳播進行定位。 

這些傳播內容之爭經過實踐過程進一步浮顯宗教傳播究竟「所傳為

何」的反省。台灣學者黃伯和（1990，頁 126）曾經撰文批判，百年來

台灣宣教一直維持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模式，以西方優越的物質文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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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飾，藉由資助醫療教育來達成殖民式的教會開拓使命。他指出，福音

實具自由與認同特質，因此宣教應強調台灣自決，驅除台灣文化中的奴

役氣質與島民心態（黃伯和，頁 133）。 

類似黃伯和的批判聲浪在二十世紀七○年代即以具體社會行動來表

達，如 1971 年 12 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1975 年發表「我們的呼籲」，1977 年發表「人權宣言」，展現將參與

政治融入宗教信仰的入世精神（南方朔，1981，頁 121-125）。宗教傳

播的傳播內容愈發多元，也引發宗教傳播究竟應是對內鞏固神聖還是對

外面向世俗？所傳為何伴隨著信仰本質的爭論始終未休。 

其次為傳播對象之爭。對於應該優先向誰傳播，一派主張從菁英階

層、上流社會開始，傳播方向由上而下拓展，若先掌握領導階層自然就

能影響所屬。另一派主張從社會基層著手，傳播方向應該由下而上開

展，將普羅大眾視為優先傳播對象，其次再針對地方仕紳、官方領導階

層；或以優勢人口優先，再擴及其他族群。 

以菁英階層為首要傳教對象的觀點，主要受到天主教耶穌會的影

響。論者經常以十六世紀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利瑪竇的作法為例，其宣教

方式先以「西儒」身分打入士大夫階級，藉由他們的威望和影響力來吸

引群眾入信（Lutz, 1965／王成勉譯，2000，頁 14）。 

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在 1920 年代的中國仍受到注意。當時在中國

宣教的天主教比利時修會成員魯騰（Joseph Rutten）即倡議應在虔信徒

中培養菁英份子，藉由他們替基督教的教義闡述和辯護以引起非信徒的

仰慕（Lutz, 1965／王成勉譯，2000，頁 75-88）。這種類似「兩級傳

播」的作法主要透過意見領袖的影響力來拓展傳教，魯騰就主張先在新

聞界培養出教會菁英，透過本土作家在期刊上為文來影響輿論進而帶動

教勢。然而向菁英階層傳教固然有機會建立政教關係並提高教會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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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易捲入政治爭鬥，如利瑪竇之後的耶穌會教士湯若望即曾遭到「曆

獄」，5使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受挫。 

傳播對象若由基層著手，其目標群是廣大群眾，可以量取勝，直接

從信徒數字看出傳教績效。例如：十九世紀末長老教會來台宣教時，就

以人口居絕對優勢的福佬系漢人和平埔族熟番為主要傳播對象，行有餘

力才向客家人傳教（鄭仰恩，1996；Campbell, 1913／林弘宣、許雅

琦、陳珮馨譯，2009）。但批評者認為這種以量取勝的思維往往只看重

信徒人數，易於落入數字的迷思，即使擴大了信徒的數量卻容易忽略入

信者的「質」。尤其部分民眾加入教會的原因並不純正，例如：十九世

紀末，不論是中國大陸或台灣，都有百姓誤以為傳教士權勢很大可以影

響地方官員決策，在「西瓜偎大邊」的心態下加入教會，甚至有不法之

徒以為加入教會可以規避罪責（蔡蔚群，2000，頁 41；Lutz, 1965／王

成勉譯，2000，頁 118-119）；這些人即使接受基督教，對教義仍一竅

不通（Campbell, 1913／林弘宣等譯，2009，頁 25）。台灣在 1950、

1960 年代也出現民眾上教堂是為了領取物資的現象。1954 年台灣基督

教推動倍加運動以挽救教勢，6 雖然穩定了長老教會在台灣的角色，不

過這只是量的增加，由於利用救濟品誘使人成為教會會員，一旦救濟品

中斷，不少偏遠教會就一蹶不振（黃伯和，1990，頁 110）。 

最後為傳播者和傳播管道之爭。對於宗教傳播應該由誰來傳播，這

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為對內的傳播管理層面由誰負責推動與管理傳播

任務，另一為對外的傳播執行層面由誰執行傳播任務。前者爭議在於應

否培養本土、在地的神職主管負責教務與宣教事業並付予獨立運作的資

源與權力，後者則在於應否大量培養在地的一線宣教士以取代外來宣教

士。 

隨著大眾媒體的興起，此爭議在前節已略提及，宗教應否涉足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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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或參與媒體市場。傳統上，教界透過內部訓練與考核系統篩選指派

合格的宣教師執行傳教任務。大眾媒體興起後，宗教界則在神職人員、

信徒外藉助不具宗教承諾的個體，一方面期待媒體專業成員能發揮專業

職能帶動宗教傳播，另方面則須謹慎處理專業意理與宗教理念間的定位

與融合問題，使宗教傳播面臨新的組織管理議題。 

二、宗教與媒體關係的爭辯 

當宗教逐步涉入大眾媒體的範疇傳遞信仰，對於宗教與媒體的互動

關係主要呈現三種觀點，各自對宗教傳播的本體提出不同的預設。一是

「工具觀」或「功能論」，視宗教與媒體間為工具使用關係，宗教將媒

體運用在目的性的服務中（Christians, 1997），如傳送聖書、宗教故事

和傳統（Clark & Hoover, 1997），媒體僅具工具價值和傳播信仰的單一

功能。同理，宗教傳播被定位在線性、單向的意義輸送過程，傳播技術

本身並無意義，僅是載具，把訊息由傳方輸送給受眾，媒體純粹只是容

器般，也如宗教的器皿（Hosseini, 2008）。 

這類研究常預設媒體能達成良善的傳播效果，也就是宗教藉由媒體

向社會傳播美好資訊，因此研究多從正向角度來界定媒體的工具本質

（Parker, Iman, & Synder, 1948; Poltrack, 1983; Shawchuck, Kotler, Wrenn, 

& Rath, 1992），替神聖的宗教使用世俗的媒體提供正當性。 

第二種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觀點，主張媒體與宗教在本質上

相互矛盾，因此對於宗教涉入媒體能有多少傳播效果採悲觀論調。本質

主義來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本質主義的詮釋及對技術的批判，

主要假設為，技術的本質（包括媒體）和其所征服的人類存有的本質、

歷史和文化，業已塑造人類的宇宙論和意識型態。面對來自技術（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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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支配和霸權，任何試圖宗教化媒體或是將宗教轉向媒體，若以海

德格的觀點來看將注定失敗（Hosseini, 2008）。 

當本質主義延伸為媒體本質主義（media essentialism）時，強調技

術壟斷後屬於文化範疇的意識型態從（電視）鏡頭上消逝了。Postman

（1993）因此提出警告，技術壟斷具有某種特殊本質，其顯著特徵取代

了上帝，結果是文化所發現的真實和正確性實際上是來自技術的支配。 

Postman（1985）批判美國電視福音節目當道所掀起的宣教媒體熱

潮，主張宗教和媒體有本質差異，宗教之重要基本要素乃是其靈性與超

自然的神聖，然而電視（媒體）的本質則是世俗的，兩者若整合在一起

將使神聖的概念轉化到唯物論的儀式慣例，因此他力陳宗教不可能將電

視的本質由世俗的改造為神聖的。他並區分渴望和需要，形容電視提供

的是消費主義，只能滿足人們的渴望，宗教則從不提供人們想要的或渴

望的，而是給與他們生存上所必要的。 

反映在宗教傳播研究上，媒體本質主義論點主要針對福音節目或電

子教會進行宗教媒體批判，致力於揭露電視福音節目的潛在負面影響，

認為宗教使用這類媒體已製造出不好的社會文化。如 Muggeridge

（1977）與 Ownes（1980）就曾突顯這個傳統，抨擊宗教進入商業媒體

的作法已使基督教福音變成廉價商品，大眾媒體根本難以確實地傳播宗

教信仰。針對福音節目商業化的走向，Schultze（1991, p. 123）亦指

出，「將基督轉變為另一個消費產品」，消費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的文

化價值（就像電視福音者表達「健康和富有的福音」）被神聖化。 

研究美國電視福音現象的學者亦紛紛指出，表面上看宗教似乎透過

「強勢的媒體」來宣教，但細看電視福音節目之內容實甚膚淺，難以深

入教義，其所促進的價值可能和宗教信仰的傳統本質矛盾，而其所呈現

的文化意義甚至是在提供極端的、黷武思想與渴望神權政治的公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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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Bruce, 1990; Hadden & Shupe, 1988）。 

福音世俗化的另個影響在於宗教本身定位的轉變。Berger（1990）

指出，宗教世俗化的「位置」集中、圍繞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經濟領

域，市場經濟對各類宗教團體的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宗教團體搖身

一變成為「市場代辦」，這些組織必須追求、遊說消費者並與其他具有

同樣目標的團體競爭，宗教團體不再像過去不必背負任何壓力，而需面

對如何達成傳教的「成果」。 

這種現象使得宗教體制逐漸官僚化，被迫仿效工商企業的官僚形式

結構，傳統神學研究對於負責「批發」及「零售」的神職人員已不重要

（Berger, 1990, pp. 239-248; Jeffrey & Steven, 1990／吳潛誠譯，1997，

頁 304-328）。Berger 更悲觀地表示，宗教傳統將在此一效應下逐漸屈

服於世俗化，各個宗教傳統越來越難維持其不變真理的地位，宗教領域

將以消費者的偏好為其依歸，宗教內涵成為「時尚」追求的對象。 

第三種觀點從辯證角度來看宗教與媒體的關係，主張宗教非如前述

媒體本質論下的受操控或異化對象，媒體也非如功能論所言是被使用且

毫無意義的工具。宗教既是由神聖的信仰、儀式和傳統組成，也兼具個

人和私人觀點，屬社會範疇，因此宗教與媒體互動是以「宗教終極的目

的」為前提，而非針對「宗教的教義」狹隘範疇。此一假設認為宗教與

媒體的互動並非利用媒體進行獨佔式的宗教教義和宗教信念，而是可以

經由非宗教（並非反宗教）方式達成宗教上屬於倫理的、神聖的終極目

標（Hosseini, 2008）。 

以上論述脈絡顯示，工具觀／功能論具有機械決定論的缺陷，相關

效果研究過於簡化宗教與媒體的關係。媒體本質論亦是一種技術（科

技）決定論，在否定宗教與媒體間能夠調停互動之際卻無法解釋宗教媒

體發展的現況；辯證觀點雖試圖替宗教與媒體的互動關係開闢新路，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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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缺乏實證基礎。 

雖然近年宗教與媒體的研究逐漸被納入傳播研究（ Stout & 

Buddenbaum, 2002），但仍屬起步階段亟待灌溉與耕耘。西方之宗教和

媒體研究聚焦於大眾傳播領域，早先針對電子教會現象進行福音主義研

究（ Bruce, 1990; Hadden & Shupe, 1988; Hoover, 1990; Schultze, 

1991），或針對宗教和新聞（Dart & Allen, 1993; Hoover, 1995; Hoover, 

Hanley, & Radelfinger, 1989; Hoover, Venturelli, & Wagner, 1995; Stout & 

Buddenbaum, 1996），探討新聞的內容、閱聽人或產製這些新聞的機構

對於宗教新聞的處理。 

另有部分媒體學者從宗教媒體批判的角度，視宗教為特殊新聞形

式，對新聞中的宗教報導進行內容分析或語藝分析（Buddenbaum, 1986, 

1990; Hart, Turner, & Knupp, 1981; Hynds, 1987）。近年部分人士倡言參

照文化研究傳統，認為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無法處理宗教和媒體間的多

層、矛盾關係（Hoover, 1995; Hoover & Lundby, 1997），但此一「轉

向」以美國而言仍以基督教和美國的脈絡為研究範疇（Chen, 2007），

「宗教」泛指西方文化脈絡下的基督教，其所表述的宗教意涵、宗教文

化和中國人的信仰觀有所差異（李亦園，1996, 2010），相關研究處理

的也非台灣本地生活經驗。這亦是本文試圖藉由在地宗教實踐脈絡，透

過初探宗教傳播的發展來理解宗教與媒體互動的底蘊。 

三、宗教媒體組織與宗教的關聯 

當宗教進入媒體經營範疇時，宗教媒體組織對外不一定標榜教派／

宗派或強調信仰和教義，但基於組織的信仰背景，其與宗教團體間仍具

有某種程度的「連結」（coupling）並從事和宗教價值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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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 Sosin, 2001），而非一般媒體或非營利組織。 

宗教媒體組織的特徵以及其與宗教間的關係可從幾個面向呈現，首

先為宗教媒體組織的世俗化程度。受到宗教世俗化的影響，宗教媒體組

織的運作與發展可能比傳統宗教組織或其所屬的宗教組織（教團）更加

趨向世俗化。 

Chave（1993, 1994）從兩種組織權力結構來區辨組織世俗化的程度

與變化，第一種是宗教的權力結構，組織主要透過超自然的訴求來施行

其主張；第二種是代理的權力結構，透過理性和官僚體制來運作。因

此，當組織呈現高度的宗教權力結構時，就趨向傳統宗教組織的特性；

而當組織以代理的權力結構為主時，宗教組織就趨向世俗化。當然，有

些組織兼具宗教與代理的權力結構，一旦組織趨向世俗化則宗教的權力

結構衰微，權力控制範疇縮小，代理的權力結構突顯。因此組織的權力

結構是在宗教權力與代理權力主張間流動與平衡。 

國際非營利組織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在其 2002 年工作報告

曾用連續統（continuum）形式來說明宗教組織，透過「以信仰為核

心」的一極到信仰相關、信仰背景、信仰世俗化的另一極以說明不同虔

信程度的宗教組織，區辨指標包括：宗教目的的資金使用、董事會受宗

教控制程度、資深管理者和員工的宗教虔信程度、和組織外其他宗教代

理機構的聯盟、來自宗教來源的財務支持、組織存有問題的本質、組織

方案的宗教內涵、組織連結到宗教的內容和結果、組織中宗教的環境呈

現（像名稱、稱謂、建築形式風格、宗教象徵的使用與呈現等等）；依

其所示，宗教媒體組織在以上分類中可由不同的虔信度來與其他宗教組

織區分。 

綜上所述，在當代社會文化脈絡中，宗教與大眾媒體的互動已是宗

教傳播的核心，宗教與媒體不再涇渭分明，其關係定位仍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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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本文將宗教與媒體的互動視為宗教傳播的核心，探討相關互動建構

的傳播特性與影響。根據內政部（2012，頁 1）統計，截至 2011 年底

止，登記有案的宗教類別有 27 種，寺廟類以道教、佛教為主，教會

（堂）類以基督教、天主教為主。 

對照本研究製作的「台灣宗教傳播發展簡表」（此表未附），宗教

參與大眾媒體以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居多，相關文獻也較集中。因此

本文所指「宗教」主要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媒體」指宗教涉入

的大眾傳播媒體，以報紙、廣播與電視為主。就解嚴後的傳播脈絡而

言，主要為 1996 年後陸續開播的宗教衛星電視，涵蓋宗教廣播（佳音

廣播、慈濟大愛廣播）、報紙（《人間福報》、《台灣教會公報》）、

雜誌（《新使者雜誌》、《慈濟月刊》）等。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勾勒台灣宗教傳播的發展脈絡，輔以深度訪談宗

教媒體工作者，藉此探討宗教與媒體的互動方式以及宗教媒體在宗教傳

播活動中的角色與影響。文獻資料時間以 1626 年西班牙人來台布教為

起點，至 2011 年研究截止，涵蓋宗教組織資料（以投入大眾媒體經營

的宗教組織為主，蒐集其宗教傳播方式、媒體組織資料、重要的宗教傳

播事件等等）、官方調查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內政部等機構有

關傳播政策與法令、媒體產業政策、媒體產業調查、台灣宗教概況等

等）、媒體產業動態與市場資訊（新聞、專論、學術調查報告等等）、

專書（與宣教、曾參與宣教的人員有關的傳記或是出版品）。本研究在

爬梳文獻資料時並非進行歷史分析，而是透過資料對研究問題描述、分

析與詮釋，關注焦點是從宗教傳播如何經由宗教與媒體的互動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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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方面，針對佛教慈濟創辦的媒體組織「慈濟人文志業」，

蒐集慈濟（宗教）與媒體（慈濟人文志業）的互動資料，自 2010 年 1

月 27 日至 2010 年 7 月 23 日間，以立意抽樣方式訪談 37 位有給職成

員，依循半結構式訪談要點謄稿，以編碼「W」標示製作成編碼表於研

究分析時與文獻資料參照使用。 

肆、台灣宗教傳播的發展背景  

本研究彙整文獻資料與深度訪談相關內容，進而追溯台灣宗教傳播

的歷史脈絡及在地發展特性，依時序分成三部分，首先為明鄭、清領、

日據時期，宗教傳播隨著殖民勢力而生；其次為戒嚴時期，宗教傳播進

入廣電媒體運作；最後為解嚴後，宗教傳播投入媒體經營。 

一、宗教傳播隨著殖民勢力而產生（明鄭、清領、日據時期） 

台灣除了原住民的泛靈信仰為土生土長外，佛教隨著漢人移居台灣

而由中國大陸傳入，天主教、基督教由西方傳教士引進（陳昭瑛，

1999，頁 48）。明鄭、清領時期（1626 至 1895 年），地域性的民間信

仰先天上不具任何傳教取向（丁仁傑，2004，頁 141）；佛教僧人極

少、知識程度不高，沒有大規模的僧團活動（闞正宗，1999，頁

209），帶有濃厚的個人佛教色彩，偏屬私人、個別的僧侶遊化或信眾

單獨的祭拜形式，呈現以僧侶及居士庶民個人性的弘法布教型態（王順

民，1995，頁 319）。較積極、外顯的宗教傳播是隨著歐洲（西班牙、

荷蘭）與亞洲（日本）的殖民勢力產生，西方與日本傳教士則藉由軍事

武力登台，在殖民勢力下建立教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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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大約於 1626 年（明天啟六年）進入台灣，以西班牙天主教

道明會（Dominican）傳教士為主，多在台灣北部活動，以原住民為傳

播對象（蔡蔚群，2000，頁 33）。次年，荷蘭人自台南安平登陸，佔

領台灣南部並興建熱蘭遮城做為統治台灣的政治中心。荷蘭東印度公司

乃在 1627 年派遣基督教傳教士來台，向台南安平附近的原住民傳教，

採政教並進的殖民治理方式（蔡蔚群，2000）。另有林昌華（1995）指

出，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神職人員，角色介於教會與公司間，屬多重邊

際角色，除了軍中宣教、原住民宣教外，常要兼任通譯、稅務員以及司

法官的工作。 

1642 年（明崇禎十五年）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淡水交戰失利，軍

事挫敗間接造成宗教傳播失去政治勢力的屏障，傳教士陸續被捕，使得

天主教在台灣的第一階段傳教活動落幕，其信徒也多被荷蘭人接收改信

基督教。1662 年鄭成功擊退荷蘭人則使其在台宣教結束，天主教道明

會曾在 1673 年、1694 年兩度計畫來台但均失敗（蔡蔚群，2000，頁

33），直到兩世紀後，由於 1858 年（清咸豐八年）天津條約將台灣開

埠通商，才間接促使傳教出現契機，菲律賓道明會隨即在 1859 年派遣

教士來台，由高雄重新開教。 

基督長老教會在十九世紀中葉清領時期進入台灣展開「醫療傳

道」，傳教士兼任拔牙、行醫工作，以市井小民為主要傳播對象。西方

傳教士也運用室內或露天佈道，因此語言能力和表達技巧是傳播要件。

近代來台的外籍宣教士都必須學習台灣的方言（吳學明，2006；

Campbell, 1913／林弘宣等譯，2009），以福佬話為主，行有餘力再學

習客語或是原住民語言（以平埔族為主）。 

這種傳播方式有別於佛教僧侶的個別遊化而著重專業的宣講訓練。

為了擴大佈道陣容，培養合格的傳道師，基督教長老教會特別開設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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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和露天講道訓練（Campbell, 1913／林弘宣等譯，2009），並在神

學院的靜態研修外安排實習訓練，仿照耶穌訓練門徒的方式採「學徒

式」的身教訓練，類似「小組式」傳道實習，由在職宣教師帶領在地的

實習成員深入各地巡迴傳道，讓新人培養臨場經驗。傳教士在露天講道

時也會在現場發送基督教書籍和小冊，以實際售價賣出或贈閱，但數量

零星。 

日據時期（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佛教派僧侶隨軍隊來台佈教

並成立臨時局，8 初期以慰問軍人及軍眷為主並逐步對台灣民眾展開布

教（王見川、李世偉，1999）。當時西方天主教士被迫全部離台改由日

本教士取代，日本耶穌會及福音傳道協會的傳道範圍限於官方人士和貿

易商人，並在佈道外出版日文版教會月刊（Campbell, 1913／林弘宣等

譯，2009）。 

台灣光復後，日本天主教士在殖民勢力戰敗後遣返回日。基督教在

日本殖民時期雖然仍留台灣，其所推動的盲人教育則因台灣總督兒玉源

太郎的接手而導入大量政府資源，使盲人教育從「教士會」（即長老教

會）的慈善事工變成教育樣板（Campbell, 1913／林弘宣等譯，2009，

頁 391）。此一時期之宗教媒體侷限於宗教範疇，加上語言限制而未擴

及社會，像《台灣府城會報》和其他在台宗教出版品幾都以羅馬字發行

（Campbell, 1913／林弘宣等譯，2009，頁 352），而前述日本人出版之

日文版教會月刊必須學過相關文字者才看得懂。當時台灣文盲尚多，教

會刊物僅對內發行（王天濱，2003），「文字傳道」難以在民間發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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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傳播進入平面與廣電媒體運作（戒嚴時期） 

二戰結束後日本殖民勢力退出台灣，1949 年中國大陸赤化，國民

黨政權向台灣撤退並宣布戒嚴。當局為確立正統地位，以樹立權威與合

法性，除了聲稱三民主義並以儒家文化的民主自由捍衛者自居外（丁仁

傑，2004，頁 158），並採取「以政御教」的宗教政策（辛世俊，

2006，頁 93-187），管制並利用台灣的宗教。 

為徹底清除日本宗教殖民對台灣教界（主要是佛教）的影響，大陸

來台華僧成為漢傳佛教「正統」，中國佛教會受到當局御用。原本在大

陸日趨沒落的佛教在此一新情勢下逐漸躍為宗教主流，在台灣取得有利

發展，甚至取代原有的台灣佛教與齋教各宗派的地位（丁仁傑，頁

159，176）。 

受到新制定的傳戒制度影響，有意出家或是擔任寺廟住持者除了需

具中國佛教會會員資格外，還需取得僧侶執照（度牒）才能合法傳教，

促使原本已是齋堂的主持者陸續參加傳戒法會以獲取佛教法師的身份，

齋堂也進而變成佛教院寺（辛世俊，頁 140）。原本在台灣宗教中勢力

龐大的齋教／在家佛教漸趨沉寂（江燦騰，2001，頁 97）。基督教與

天主教在 1950 年至 1970 年間曾蓬勃發展，但之後出現停滯與下降（宋

光宇，1995，頁 173-197；瞿海源，1997，頁 41-75）。 

戒嚴時期，台灣宗教傳播的變化大致上有： 

（一）宗教性質之中文平面媒體興起：隨著台灣光復，政府推動

「去日本化」、「文化中國化」政策及國語運動，日本佛教刊物消失，

中文宗教刊物興起。佛教僧侶東初老人集合幾位佛教青年於 1949 年在

台北北投法藏寺創辦台灣第一份本土佛教期刊《人生雜誌》；原本在大



從宗教與媒體的互動檢視台灣宗教傳播之發展 

‧197‧ 

陸發行的中文佛教期刊也紛紛在台復刊或創刊（闞正宗，1999，頁

212），包括：《台灣佛教》月刊（1947 年創辦）、《海潮音》月刊

（1949）、《今日佛教》（1957）、《慧炬》月刊（1961）等等。 

但是戒嚴時期管制新聞紙和報紙發行，宗教界無法自行辦報發行宗

教報紙，只能透過一般民營報紙開闢佛教版面，進行宗教傳播，如台中

《民聲日報》1982 年開闢〈今日佛教〉版（闞正宗，2004，頁 349-

350）。 

傳播內容方面，各宗教雖然均有文字出版品，但出版宗旨不盡相

同，即使是同一宗教也可能因為理念差異而抱持不同出版宗旨和編輯方

針。以 1950 年佛教刊物《覺群》停刊事件為例（王見川、李世偉，

1999，頁 126），肇因於星雲法師以讀者身份投書，指出連讀兩期後發

現「刊物宗旨和內容都轉了一個大方向」，希望主編能理解刊物創辦時

的旨趣，不要將其個人信仰的淨土宗、印光大師等相關信仰內容做為雜

誌內容主軸。當時星雲法師還是中壢佛學院的學僧，《覺群》主編朱斐

迅即回應投書並同時刊登暫時停刊說明，朱斐離開《覺群》旋即另辦

《覺生》雜誌。 

宗教平面媒體的傳播者多由神職人員擔任主導角色，再安排熟稔編

務與印務的在家弟子或信徒擔綱協助（王見川、李世偉，1999；葉又

華，2002）。宗教出版在此一時期未具組織雛形，兩三人即可成軍。除

了冀望透過文字的思想交流來傳達理念、爭取信仰認同外，另則將刊物

賦予宣教外的特殊功能，像 1967 年創刊的《慈濟月刊》旨在透過媒體

號召廣募善款（葉又華，2002，頁 23），早期以報導好人好事及傳達

善款徵信為主（葉子豪、嚴婉婷、王慧萍、洪淑芬、葉文鶯，2011，頁

242）。 

（二）運用廣播電視布教：1950 年代開始，海峽兩岸掀起廣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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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台灣當局一方面禁止民眾收聽對岸的頻道，另方面則鼓勵民間成立

廣播電台藉此向對岸打廣播心戰，以致有八十多家電台應運而生（滕淑

芬，1999），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開始積極運用廣播布教。 

1950 年，佛教慈航法師在台北民本電台講述《菩薩本行經》，

1952 年佛教界興起佛學廣播運動，【佛教之聲】開播。次年，佛教最

高教會組織中國佛教會成立中國弘法廣播組，佛教傳法節目陸續在台北

民本電台、彰化國聲電台、高雄鳳鳴電台開播，從 1953 年到 1959 年在

台灣北中南部開設了七處廣播節目（闞正宗，2004，頁 336-344）。天

主教方面則有耶穌會卜立輝神父在台中創辦光啟錄音社，製作宗教音樂

節目及廣播劇，免費提供給各廣播電台（滕淑芬，1999）。美籍宣教師

彭蒙惠（Dr. Doris Brougham）在 1960 年代展開廣播英語教學傳道事業

（滕淑芬，2002）並逐步將傳播觸角擴及到電視，成為廣播電視教學傳

道的翹楚。 

戒嚴時期，宗教透過電視媒體布教並不普遍，除了需負擔高昂的時

段費外，政治力與廣告介入也使宗教進入電視困難重重。佛光山星雲法

師首度計畫在電視開闢佛教節目時受到「不可有宣傳宗教的嫌疑」等干

預而被迫取消（闞正宗，2004，頁 344-348）；1979 年在華視播出的

【甘露】弘法節目也因政治力介入迭遭刁難（林清玄，2001）。天主教

光啟社 1985 年攝製的紀錄片【殺戮戰場】嘗試在電視播出，初期遭電

視台以廣告與收視因素拒絕（丁松筠／朱可達譯，1999，頁 51）。這

些事件俱都顯示宗教團體沒有自己的頻道只得尋求商業頻道託播，傳播

上完全缺乏自主性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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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傳播投入媒體經營（解嚴後） 

1987 年解嚴，宗教傳播也因而邁入新的階段，展現出不同以往的

風貌。大眾傳播的平面媒體方面出現每日發行的宗教實體報，試圖將宗

教報紙導入大眾市場而不再侷限於信徒。像是 1990 年改版的《基督教

論壇報》就曾陸續引進媒體專業參與，改郵寄為派送，內容也與一般坊

間報紙同步並在便利商店販售，發行逐步由周刊、三日刊轉為雙日刊

（見 http://www.ct.org.tw/home/aboutus）。佛光山 2000 年創辦《人間福

報》，定位為綜合性報紙，以「一份適合全家閱讀的日報」為訴求，並

在後續改版時將三大張增加為四大張，力圖擴大影響力（張婷華，

2008）。 

報禁解除後，報業邁入激烈競爭，因此經營不易。此階段出現的台

灣第一份佛教日報《福報》於 1989 年創刊未久就因資金缺口而虧損五

百萬元，發行三個月即停刊；《醒世報》1990 年 8 月 15 日創刊，旋即

於 9 月 28 日停刊（王天濱，2003，頁 423）。宗教報紙初試啼聲即鎩

羽而歸，顯示台灣各宗教雖以佛教信徒人口居多，但並不保證佛教媒體

的生存。 

宗教運用廣播媒體方面也產生變化。1993 年政府開放廣播頻道供

民間申設廣播電台，宗教廣播頻道應運而生。新興宗教廣播經營上開始

納入多媒體整合的思維，將廣播、網路、電視與文字媒體結合以共創綜

效（盧玉玲，1999），例如：基督教佳音廣播電台結合好消息電視頻

道、《宇宙光雜誌》、希望之聲、網路業者等基督教機構進行策略聯

盟。這些新的傳播實踐使宗教運用廣播媒體的傳播型態增添新的樣貌，

其傳播效果則待時間觀察。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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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運用電視的傳播型態也逐漸轉變。政府開放宗教衛星電視頻道

申設，宗教紛紛投入成為衛星頻道經營者，擁有專屬宗教頻道，從資

本、人力資源、財務管理、節目與行銷策略與頻道品牌做全盤營運規劃

（邵正宏，2001；陳延昇，2000），已與過去託播時期的運作模式不可

同日而語。 

伍、台灣宗教媒體組織的崛起與傳播活動變化 

一、由「購買媒體」到「經營媒體」 

解嚴後，宗教與媒體管制政策鬆綁，宗教和媒體的互動關係逐漸由

「購買媒體」的買賣關係轉變為「經營媒體」的代理關係（邵正宏，

2001；陳延昇，2000；釋泉峰，2009）。宗教與自屬媒體間的經營關係

正如 Smith 與 Sosin（2001）所說的「連結」關係，即宗教媒體在組織

資源和宗教信念上與宗教連結，但宗教與媒體互動時並非以宗教的權力

結構控制媒體，而是在宗教／教團外另成立獨立的媒體組織，透過理性

和官僚體制運作，屬於代理的權力結構（Chaves, 1993, 1994），使宗教

傳播趨向由世俗化的宗教媒體組織推動，朝機構化、制度化和專業化發

展。 

「購買媒體」指宗教向媒體購買廣播或電視時段，彼此以契約簽定

播出時段、期限與費用，宗教雖負擔購買時段的託播費，但傳播實踐並

無自主性。商業媒體基於廣告與收視考量，好的時段不對外出售（邵正

宏，2001，頁 38），使宗教託播的節目難以爭取到理想播出時段，還

須與其他商業性的世俗節目共處同一頻道，無法突顯宗教的傳播內容

（釋泉峰，2009，頁 71）；同時，宗教託播節目在不同商業頻道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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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無法定頻，使節目能見度相對受到影響，難以建立閱聽眾的收視習

慣，遑論擁有基本收視群。 

「經營媒體」首先為機構化，由宗教募集資金，在宗教／教團外另

成立非營利媒體組織，擁有自屬廣電頻道或報紙從事和宗教價值相關的

活動，不至於受到「購買媒體」遇到的廣告收益影響（陳延昇，2000，

頁 60），或商業混染、政治介入與播出不確定性的困擾。其次為制度

化：新興宗教媒體有獨立的管理制度、財務系統、人力資源、設備和工

作場所，組織架構與一般媒體組織類似，而非附屬於宗教／教團內，受

其指揮或依循教團的體制（陳延昇，2000）。以慈濟的媒體為例，《慈

濟月刊》、大愛廣播、大愛電視早期均不具組織雛型，附屬於花蓮靜思

精舍或慈濟文化中心的出版與視聽部門，2005 年整合為獨立的財團法

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組織管理有別於靜思精舍或是慈濟基金

會，採行媒體組織的管理制度。 

專業化方面，為提升製作能力，宗教媒體開始聘用專業有給職的職

工，使得傳播者由過往以宗教內部的神職人員、信徒為主轉而納入不具

宗教承諾的媒體專業人士。隨著專業人力投入，媒體的產製流程也依循

標準化的媒體生產流程，整合專業技術與設備來傳播宗教的價值與理念

（邵正宏，2001；李秋緯，2009；陳延昇，2000；張婷華 2008）。 

以慈濟為例，其已跳脫早期由證嚴法師的在家或出家弟子義務承擔

媒體任務方式，大量進用有給職的專業媒體人，如廣播運作已整合到慈

濟人文志業中心廣播部，擁有 11 位專職成員，《慈濟月刊》整合到慈

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包括沒有信仰背景或其他宗教信仰的員

工。人資部門與媒體主管強調，媒體產業仰賴專業人力，尤其是電視媒

體的產製流程涉及複雜的專業範疇，因此組織延攬人才是以具備專業職

能而非以信仰背景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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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播內容由「信仰的意義」延伸到「社會的意義」  

台灣在 1980 年代進入大眾文化的時代（李亦園，1992，頁 29-

30），其特徵除了商業取向，以「展示」與「交換」為最高價值標準，

只求大量產銷不求精緻與意義並講求唯利是圖外，大眾傳媒的文化透過

各種傳播媒介將訊息向不同階層、教育程度、年齡與方言群的對象廣為

擴散，並以強迫方法要大眾接受。 

媒體利用暴力、血腥、煽情、炒作與捏造新聞等手段增加收視率或

發行量的亂象，促使許多監督媒體的單位，像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

或是媒體評判團體開始對這股現象做出檢討與監督（管中祥、張時健，

2005）。在此一丕變中，恰好是台灣宗教界開始投入大眾媒體經營之

際，宗教論述開始由強調宣揚教義為首並以宗教範疇為主的「信仰的意

義」延伸到「社會的意義」，涉入政治、文化、教育、藝術、生活等不

同社會層面。 

宗教媒體的傳播內容除了既有的信仰價值外，開始以普世價值為核

心，用另類媒體行動來回應社會文化的亂象，透過「入世／現世」、

「淨化」的概念來展現自我，試圖建構出普世性道德（環境保護、和

平、內心的和諧）、安全（社會秩序穩定）、慈善等普世價值。 

這種「入世／現世」、「淨化」的文化觀，佛教方面主要的媒體訴

求是從「人間佛教」的觀點出發，以傳播打造人間淨土、淨化人心的理

念、或推動「心靈環保」（施叔青，2000；Chen, 2007）。Chen 曾分析

慈濟媒體的內容，指出慈濟的文化論述包含四個方面：環境保護／環保

意識、良善訊息的報導、創造慈濟歷史／紀錄慈濟歷史、地方文化的認

定／地方意識和台灣的認定。張婷華（2008）分析《人間福報》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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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亦曾發現，改版後的宗教類內容比重減少，宗教新聞逐漸從「直

接」走向「間接」，其它新聞取材也由多元走向深度，以淡化宗教色

彩、佛光山色彩。 

基督教方面則強調「入世關懷式的」社會實踐（丁仁傑，1999，頁

102）或是從以進天國為優先的「向上神學」轉為關心社會和群眾的

「向前神學」（江燦騰，2000，頁 133），藉由全人關懷提升台灣人心

靈（林治平，1994）。基督教好消息電視節目規劃以家庭為訴求，除重

視宗教屬性節目外，亦試圖將目標觀眾群從基督徒觀眾轉為一般社會大

眾，將節目內容大眾化（邵正宏，2001，頁 42，55）。 

黃葳威（1998）曾經研究基督教佳音廣播的節目，發現除了以宗教

化取向的節目服務聽眾外，也漸以生活化取向的節目內容服務婦女、青

少年或社區居民。基督教報紙《台灣教會公報》和 1990 年 12 月成立的

《新使者》雜誌，傳播內容在宣教外更擴及政治、原住民、環境、經濟

公義、婦女、兒童及身心障礙者的社會關懷，版面與編排日趨多元，對

匡正社會道德具極大意義，大部分論述與時下新聞有重大關係（沈游

振，2010，頁 16，199）。 

此外，天主教丁松筠神父在光啟社 50 周年慶表示「希望藉由節目

的推出，教導觀眾一些已經被遺忘或是不被注意的價值觀」（林瑞益，

2008 年 11 月 23 日）。宗教與媒體互動時，標榜以「出世」／「神

聖」的心來做「入世」／「世俗」的事，宗教在媒體訴求上就與一般世

俗媒體所追逐的價值觀有別，也超越宗教倫理範疇而銜接上普世價值，

希望能提供商業倫理、傳統媒體職業倫理所無法肆應的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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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播對象由「信徒取向」擴大到「大眾取向」 

解嚴後，宗教得以運用自屬的大眾傳播媒體全天候地向廣大、異質

的閱聽眾傳播，傳播對象開始由針對信徒轉而擴及更廣泛的大眾，而非

侷限在鞏固信仰或是爭取入信為訴求。首先從宗教媒體本身的內容定位

來看，黃葳威（1998，頁 20，25）研究指出，基督教佳音電台的節目

取向以非基督徒為主的生活化取向節目為主導，以基督徒為主的宗教化

取向為輔；生活化的叩應節目數目及時數逐年增加，代表其嘗試與一般

聽眾（未必限於基督教徒）有雙向互動。邵正宏（2001，頁 35，

37，、42）亦指出，大愛電視的傳播對象包括慈濟人與非慈濟人。好消

息電視頻道除基督教友外，也服務一般觀眾，嘗試由基督教頻道轉為家

庭頻道，將宗教頻道的定位，轉型為能與整個社會對話，以接觸更多非

基督徒觀眾。 

同樣的，為擴大不同收視族群，大愛電視於 2005 年七月推出印尼

語發音的【東南亞新聞】、翌年再推出【用心看大愛】印尼語節目，藉

以開拓在台印尼勞工收視群。2007 年大愛台登陸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

家，在印尼棉蘭設立印尼大愛台，24 小時播出，全印尼語發音，將傳

播對象擴及海外不同信仰族群（葉子豪等人，2011，頁 410）。 

李秋緯（2009）分析新眼光電視台的經營發現，該台主要服務對象

為非基督徒，期待透過較入世性的節目來引起非基督徒的興趣。佛光衛

視則於 2002 年十月更名為人間衛視以跳脫宗教電視台的刻板形象，朝

「年輕化、教育化、國際化、公益化」發展，並以多元化的觸角製作節

目內容（張婉惠，2010），期能擴大傳播對象，不再侷限於信徒。 

其次，宗教媒體組織朝向專業化，透過媒體行銷專才導入行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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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帶動組織經營多元媒體平台及跨傳播平台合作，一方面促使產製端

擁有多種傳播管道，將收視、收聽擴及不同的閱聽範圍，另方面也間接

帶入不同的傳播對象，而非侷限於信徒。 

如慈濟人文志業出版部門透過與遠流、皇冠等出版社合作出版「看

不出慈濟色彩的書」，試圖將傳播對象由慈濟人擴大到一般社會大眾。

基督教好消息電視則與其他基督教機構合作，播放救世傳播協會製作的

【空中英語教室】、【大家說英語】等，乃因認為這兩個節目的傳播對

象較廣，跨傳播平台合作可以吸引非基督徒觀眾以建立穩定的收視（邵

正宏，2001，頁 56）。 

伍、結論 

以上探討顯示，宗教與媒體的互動不一定全如媒介批判論者所言是

傳遞世俗的或是庸俗的價值，呈現市場導向或以消費者為依歸，使宗教

傳統與真理的地位受到挑戰；也非功能主義／工具觀所稱，媒體宛如宗

教的器皿或宣教機器般僅能用在宗教範疇，做為傳遞信仰或宗教理念的

工具。 

當台灣宗教傳播的參與者漸由神職人員、信徒擴大到不具宗教承諾

的媒體專業人士，宗教與媒體互動時並非都採取以宗教的權力結構控制

媒體的互動模式，而是在宗教／教團外另行透過理性和官僚體制來運

作。此一轉變擴大了宗教傳播的內容與傳播對象也不再侷限於宗教的範

疇；但能否讓宗教媒體以專業與非營利的角色建立媒體的公信力與形

象，並讓大眾瞭解宗教的社會參與及多元實踐，進而塑造宗教／教團的

公益形象，增強社會大眾對宗教的認同與支持，則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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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兩個人間直接地與親身地互動」代表最典型的人際傳播（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黃鈴媚，1998，頁 138）」，如一位傳教士或僧侶向某個人宣

揚信仰。 

2 18 世紀時，聖經發行仍不普及且昂貴，故以小眾媒體稱之。 

3 公眾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即演講（public speaking），指一位（或數

位）傳播者以多位受播者為對象進行的口語傳播（Frey, Botan, Friedman, & 

Kreps, 1991, p. 27），如一位牧師／法師直接向多位信徒佈道／講經。 

4 大眾傳播可以概括地意指由組織化的媒體運用其機構能力，將蒐集、處理過的

訊息內容，透過本身大量發行的媒介，經由行銷通道，傳達給大眾閱聽人的一

種傳播形式（彭家發，1997，頁 46）。 

5 湯若望協助編製曆法，獲得清廷信任，使得天主教教勢擴大。但在 1665 年遭不

滿外國人參議朝政的顧命大臣鰲拜收押，史稱「曆獄」。直到康熙執政，重新

啟用外國人，湯若望才獲助平反（顧衛民，2002）。 

6 倍加運動為回應普世教會協會（W. C. C.）1954 年第二屆總會的主題「基督是

世界的希望」而產生，預定在十年內以新台幣 1 千萬元為經費來達成教會倍加

的目標。根據統計，至 1965 年止台灣教會總數超過一倍，信徒也增加一倍（黃

伯和，1990，頁 110）。 

7 1922 年五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基督教全國大會」主張本土化的宣言，提倡

「本色教會」運動（黃伯和，1990，頁 73）。 

8 日本佛教各宗派於二次大戰時，因應戰時海外宣教契機，自行建立教內戰時體

制，在台成立臨時局，由所屬隨軍佈教使對在台日人（軍隊、軍眷、日僑）進

行戰地慰問、料理喪葬法事和隨軍傳教。而後布教擴及台民，除吸收本地信徒

和拓展在台的宗教據點外，並配合官方政策，開班教授台民日語，配合殖民政

府掌握殖民地教民的各種資訊，做為施政參考（江燦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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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ransition of religious media in Taiwan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between religion and media. This study used 

docum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media to addre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The study elucidates the shift in religious media based on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Religious media are gradually becoming organized, 

institutionalized, and specialized; and (2) religious media organizations have 

acquired the dual role of media source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which 

spreading religious faith is the primary objective. This impli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media is different than in the past. 

Therefore,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can transform “media buying” into 

“media management” and spread religious values and philosophy through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object of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is to extend 

religion to the public and provide mass orientation to specific faiths. 

However, the people who communicate faith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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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have clergies and followers of particular religions become involved in 

religious media organizations, but non-religious media professionals have 

participated as well, although for different reasons. In addition, the contents 

of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have changed because faith-based religion has 

acquired social meaning.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extended further to social and public arenas.  

Keywords: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religious media, mass medi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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